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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編號：OS004 

訪談對象：邱晃泉（前台權會會長，1995-1997） 

口訪日期：2012 年 8 月 17 日 

口訪地點：玫瑰道明法律事務所 

訪 談 人：嚴婉玲 

 

我是1955年生，通常會說自己是台南縣麻豆人，但在高雄長大。高雄中學

畢業後考上台灣大學法律系，1978年大學畢業。當兵之後，在一家公司上班，

考上律師後執業4年半，再到英國讀兩年書，1989回來。在大學時只有參加美術

社和打排球，可以說是無膽之輩。雖然家裡會討論政治，但真的受到什麼影響

，自己不會知道。像外省人絕多傾向國民黨及中國，很多台灣人傾向對國民黨

不滿且傾向台灣獨立，這都受到家庭背景影響，但無法具體的講出其時空因素

。從很小的時候，我家人就會去市議員選舉的演講場，那時都是去聽標榜無黨

無派的候選人。當完兵到英國之前，也沒有具體的社會參與；留學回來後，跟

幾個人一起弄事務所。1989年底開始有一些社會運動，我被找去參與，是從

1990年三月學運開始。那時我站在旁邊「看」的時候比較多，真正協助處理案

件是1991、92年之後，像廢除刑法一百條或反閱兵，我到場聲援，也當這些案

件的辯護律師。 

1984年台權會成立時我就知道這個團體了，初次實質接觸是1991年被當時

的副會長蘇煥智拉去幫忙辯護案子。1991年5月發生「獨立台灣會」案，那是很

大的案子，律師很多，主要是李勝雄和蘇煥智召集；被找去的律師還有周弘憲

、范光群、吳旭洲、林永頌、莊勝榮等人。被告涉及的面向很廣，有學生像廖

偉程，有工運人士像王秀惠，有原住民安正光、Masao（林銀福）等人。這個

案子歷時沒有很久，像很多政治案件，是郝柏村出任行政院長後的案件，最終

也是用政治力解決，7月就結束。因為，當時軍頭郝柏村一擔任行政院長就生這

案件大肆抓人，引起很強烈的社會反抗。 

接著就是9月「小蜜蜂」案，10月是「100行動聯盟」的「反閱兵廢惡法」

案，那時形式上主要是集會遊行的案件，另外就是「貢寮核四廠警民衝突」案

。我覺得反閱兵跟核四的案件應該有牽連，因為在反閱兵的前幾天發生核四衝

突，一個警察被車撞死。我懷疑貢寮這個案件也是被設計出來的，可能是官方

刻意挑動，引發衝撞，才不幸有警察死掉，以至於反閱兵行動時，方法上就有

諸多考量，可說十分溫和。 

我覺得台灣很多檔案都看不到，像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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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會的案子，百分之九十九都被審定為不當審判，但除了起訴書跟判決書外

，從發動到起訴之前的資料都看不到，像是誰在泡製、主導或指導這些成千上

萬個案件？這些內情、實情都看不見。 

1992年11月的大事是，台獨聯盟返台，黑名單很多人被抓，接著有刑法一

百條受難家屬的抗議，有人也因此被抓。同時間，還有「四一九公民直選總統

遊行」在台北車站的靜坐，發生警察驅逐抗議群眾的案件。 

我是1994年擔任執委和副會長；1995年我當會長，李勝雄律師當副會長，

那是難能可貴的，因為他當過會長且是前輩卻願意當副會長。如果有人問台權

會是不是民進黨的外圍組織，我會說不是。這涉及用心、用力的問題。像新潮

流，在很多社會運動團體都很認真參與；在一個向來對組織及行動不是那麼在

行的台灣社會，只要有人很認真地參與就會產生很大的力量。其實，我那時不

知道有這些派系。後來有人說台權會是由新潮流在影響或主導，我那時沒有感

覺。或許可以這麼說，我們的執委大都有自己的工作，而在一個用會議型態決

定事情的團體中，開會的時候只要誰來，且認真發言，就會產生影響力。 

那時，死刑是一個很重要的議題，還有反核等。這些會變成社會運動反對

運動的議題，是因為國民黨長期執政；在不民主的時代，任何議題都可能變成

反對議題。 

當時反對運動的重疊性很高，對我來講要區辨政治運動跟社會運動並不困

難，重要的是你的立場，要有從人權的角度來看事情的立場。你如何有勇氣的

把你的立場表達出來，政治或人權的分別並沒有那麼嚴格。我也不認為以前那

個就是政治運動，也可以說是人權運動。以前的公民政治權利的議題比較被關

注，這也是必然的。如果政治權利沒有得到基本的保障，就比較難有效改善其

他問題。 

其他重要的事蹟有：吳淑珍當立委的時候，是第一個在立法院質詢要廢除

死刑的；台籍日本兵的案子，我印象也很深刻。有些議題，像廢死刑，只是把

它公開表達出來，就是很重要的一步。台籍日本兵有到日內瓦的聯合國歐洲總

部去申訴，這件事台權會有協助，但主要是由林志剛律師請日本的人權團體與

律師幫忙（因台灣不是UN會員）。 

那時還有很重要的一件事是「人權海報」的展出。這是台灣第一次藝術家

透過平面藝術的創作來表達對人權的關心。因為陳水扁是台北市長，所以那時

有機會在台北美術館展覽，後來還有去彭百顯主政的南投及別的地方展。這個

案子經費龐大，是大同扶輪社全力贊助的；建成扶輪社就是大同扶輪社生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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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這個案子很重要的促成人是葉博文，他是當時的財務長，本身就是扶輪社

的社友。 

台權會的財務狀況在民進黨開始取得某些行政權，就是陳水扁當台北市長

之前，都還可以。這可以想像，因為那時關心的是政治權利跟公民權利，跟大

家都有關，當時捐款者海內外都有，資源的挹注比較沒問題。 

陳水扁當了市長之後，很多人說台灣沒有人權問題了。由此可知，台灣人

對人權的了解太有限了。加上，當了市長，有了公權力，不免也發生會影響人

權的事件。這些影響人權的議題是過去沒有被凸顯、被關心的。那些事件，例

如「掃黃」、廢公娼、拆民房建公園等，可以說是涉及基本自由、社會權、經

濟權的問題。 

之後那幾年，我印象中經費一直有問題。除了台權會的傳統支持者不像過

去熱情外，我一直覺得，募款不夠最大的原因就是，沒積極去募款。之前，是

靠葉博文，他是很重要的財務長；後來募款主要靠的是會長、執委、財務長等

個人的社會關係，這是很有趣的現象。在別的國家，我所理解的，NGO大部分

的捐款來自於對這個團體的理念認同的廣大人群。我猜想，一些台權會捐款者

的理念，不一定跟台權會一致，例如對死刑的態度。 

我不認為台權會是由會長來帶領方向。然而，不只台權會，台灣的NGO很

多團體，都沒有清楚的界定會長的角色。其實台權會大多是大家共同決定事情

。台權會的會長最大功能是找錢，及找到適當的人，來維持組織的存在，並在

一些相關議題場合出面。雖然有執委、會員，但真正碰到對外的發言，例如記

者會或拜訪，還是多由會長出面。我是律師，而人權的問題大部分最後還是會

跟法律有關，因為這雙重角色，很多議題我就去參與。我所了解的國際上的人

權團體的代表人，比較是象徵性、號召性的功能。 

我當會長時，會內的秘書處的人員一直都很少，僅二到三名，而執委會大

約一個月開一次會。執委跟秘書處意見不同時，就看你對這個議題是否足夠認

真，是否夠說服力。實際工作上有時沒辦法契合，在類似團體都一直存在；這

種存在，很難三言兩語說完。執委年齡都比較大，也許可說反映他們的經驗比

較多，而秘書處的年齡都比較輕，但秘書處的人是直接接觸案件、議題、當事

人的人，而且是直接從事工作的人。如果以一個觀察者來看，這幾年下來，有

時候是秘書處的人對某個案件議題或當事人投注太深，有時候是執委會對案件

議題、當事人了解太少。因為，團體規模太小。如果規模大一點，一個會的一

年目標應該是執委會決定，決定之後就是秘書處的事了。但像台權會這麼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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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會常常把袐書處跟執委會的功能攪在一起。這種情況，很多是秘書處想關心

某個個案，但執委會覺得應該關心的是議題，這都跟規模不夠大有關，規模夠

大就會有制度性的解決方法。 

台權會一開始成立的目的是救援政治犯，這既是議題也涉個案。但我們不

可能每個來求援的個案都接。後來，因為有司改會，很多涉及法律制度的事務

就由他們承接、主導，像法律扶助制度的建立，雖是台權會最早倡議，後來是

由司改會主導處理。 

另外，Peter（黃文雄）回台，他現身的安排，台權會扮演很重要角色。先

前，陳菊曾在報紙上發表文章說，她在國外的某個地方遇到Peter。關於黃文雄

回台，首先是適不適合出來？出來有沒有政治或法律上的風險？出來的方式？

這都要去評估。他跟蘇建和都很有趣，被救助者，後來變成台權會的重要人員

。 

當時台權會主要的合作社團有環保聯盟、婦女新知、人本（蘇案救援）等

。後來，當然，還有司改會。97年開始，有同志諮詢熱線、公娼自救會（後來

轉為日日春）等。 

1982我考上律師那年，律師高考才錄取6個；去年（2011）963個。這都跟

整個社會、政治的改變有關。過去國民黨就靠這個來控制律師的成分；我考上

那年，透過檢覈成為律師的有120幾個。所以以前「科班」出身的律師其實很少

，律師界因此發生過革命性的運動。以前律師公會都是軍法官跟國民黨的律師

把持，大概是92年的時候，文學校出身的律師聯合起來，透過一次改選把它翻

轉成現在民主機制在運作，那是林敏生律師所帶領的。從那之後，台北律師公

會對一些社會、政治、人權議題會挺身關心，所以律師公會設有人權委員會。

我當台權會會長時，也是律師公會人權委員會的主任委員。 

跟國外團體的合作部分，我覺得那是被動性的接觸，那時台灣還是被關心

的對象。像歐洲理事會長期都很關心人權，其政治組織下設有處理人權的部門

，他們來台灣會想了解台灣的人權狀況，台權會是他們重視的地方。AIT（美

國在台協會）長期關心台灣的人權狀況，也都會跟台權會接觸。最有聯繫的，

大概是AI（國際特赦組織）。台權會或其他人權NGO會主動對外接觸，大概是

民進黨執政後。其中，Peter是很重要的發展因素，他長期在國外跟人權團體有

密切接觸，語言使用也沒問題；還有一些外籍人士的幫忙，他們都會提供一些

國外NGO的聯繫管道與人權情報。例如蘇案，有找國外人權團體協助發聲。 

做這麼久的會長，是因為推不掉。一開始當的時候害怕得要命，害怕沒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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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的那幾年，經費的確很糟糕。反而是，我走之後有一些善心人士在幫忙

。最後是因為Peter回來，我才能卸任，卸任後沒有當執委。 

我希望台權會能多找點錢、多找點人。沒有錢、沒有人，再多期待都沒用

。2000年之後，一些過去關心社會運動的人比較有機會跟國外的團體聯繫，有

很多人包括我在內，都去國外走過，看到國外NGO的運作狀況，他們都蠻大的

，人很多，表示有相當的經費在支撐。如何找到資源──人的資源、財物的資

源，這會是一個像台權會這種綜合性團體該認真想、認真改善的問題。雖然一

開始只是關心政治犯，但它的名稱和人權運動的位置，使它發展成一個綜合性

、倡議性、推動性的團體，不可避免它的關心一定很廣，要足夠的資源去找足

夠的人做蒐集、研究、推動，這也才能留住人才在這個團體、在這個社群內。 


